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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曾在 1963 年 12 月 30 日发表《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一文指出:“对世界三大宗教，

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

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

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李申教授的这篇文章，是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批示 50 周年这件事写的。

任继愈———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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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的出版到“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主张的提出，任继

愈先生在宗教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奠

定了坚实而丰厚的学术基础。而且，由他主编或指导的宗教学著作，都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

义宗教学的基础性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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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加强宗教问题的研

究》中提到:“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

章，已如凤毛麟角。”在这篇批示发表 50 周年之

际，本文愿借此机会，讲一讲任继愈先生研究宗教

问题的思想历程。
任继愈先生研究宗教，起因于他要弄清中国

哲学中的宗教哲学问题。而他之所以要选择中国

哲学这个专业，起因于他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

学问。当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青

年人心目中的真理，首先是救国救民的道理。也

就是说，任继愈先生对于哲学和宗教的研究，是要

自觉担负起历史的使命，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年共

有的理想和追求。
任继愈先生早年研究宗教的状况，见于他的

学位论文《理学探源》和解放前夕发表的几篇讨

论佛学的文章。解放初期，任继愈先生和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们一起，开始学习马克

思主义。过去只是在实践中看到，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
现在又从理论上认识到，过去所信奉的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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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仁”、“爱民”之类，都是虚的，即使古人真的如

此想，也救不了天下，救不了人民。在书本学习之

外，他们还参加了土地改革等社会活动，与农民共

同生活在一起，在感情上也发生了变化。从此以

后，任继愈先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研究宗教问题的思想道路。

一、以自己的著作提供用马克思主义

指导研究宗教问题的范例

任继愈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从佛

教开始。第一篇论文，是 1955 年的《南朝晋宋间

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这是他和

自己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合写的。此后，就是对于

隋唐佛教四大宗派哲学思想的研究。1962 年，在

哲学讨论会上，发表关于佛教哲学在中国传播和

发展的演讲，第二年，以《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

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
伴随着这些文章，是对范缜《神灭论》和僧肇《物

不迁论》和《不真空论》的今译，对胡适禅宗研究

的批判，这些文章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于 1963 年出版。从 1942 年撰成《理学探源》到

1963 年《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任继愈先生对

佛教的研究，已经有了 20 年的积累。所谓“十年

一剑”、“厚积薄发”，用于形容任继愈先生的佛教

研究，可说是恰如其分。毛泽东同志说的“任继

愈发表”的、“如凤毛麟角”的、“用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写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1］指的主要就

是这个文集里的几篇文章。
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宗教研究的批语，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关注宗教研究的重要文

献，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端。这个开

端的奠基之作，就是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

想论集》。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撰写的研究佛教的文章，同时也是用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研究一般宗教问题的范例。所以毛泽东

同志在谈到任继愈先生的文章之后，接着就说

“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这就是说，他期

待着中国能有人像任继愈先生那样，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撰写出有关基督教、伊斯兰教

的研究文章。
依任继愈先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

物主义用于思想史研究，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

一句话，那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

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

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

言》) 社会存在的延续和发展，就是人类的历史。
因此，如果是研究宗教发展的历史，则历史唯物主

义的原理又可表述为“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

用宗教说明历史”。
依据用历史说明宗教的立场，任继愈先生指

出，佛教从它的产生到派别的分化，从小乘发展为

大乘，都不是佛教教义自身在发展，而是社会生活

本身在推动着佛教教义的发展。大乘佛教特别是

禅宗，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而南亚一带却主要是

小乘佛教。至于藏传佛教，则又是一种面貌。这

些演变，都不能从佛教教义本身找到答案，也不能

从某些天才人物的活动中找到答案，而只能求助

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条件。因此，不是佛教观

念改变了印度或中国的历史，而是印度和中国的

历史推动了佛教观念的诞生和传播、演变和发展。
载入佛教丛书《大藏经》的佛经连同它的注本近

3000 部，但真正流行的只是很少几部，这也只能

用它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来解释。
在任继愈先生之前，不少佛教研究者都注意

到，佛教传到中国，其教义发生了许多改变。不少

人认为，这是中国僧人没有正确理解佛经，“误

解”了佛教的本来面貌。任继愈先生指出，佛教

在汉代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在魏晋时代被理解

为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佛教经典已经大量翻

译，应该不会被“误解”，但是广泛传播的，却是经

由中国僧人发挥的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

而比较忠实于印度原貌的法相宗，却很快就失传

了。这些现象，也只能归结为中国当时的社会存

在影响了社会意识，而不能从人的主观愿望上去

找原因。
毛泽东同志 1959 年接见任继愈先生时说过，

许多梁启超没有讲清的佛学问题，任继愈先生讲

清楚了。比如，佛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诸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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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所谓佛教“三法印”之一。梁启超信仰佛

教的“无我”论，认为“无我”论可以给人以积极意

志。然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许多人批评“无我”
论，认为这恰恰是使人消极的说法。在这个问题

上，梁启超难以自圆其说。再比如，梁启超考证

《楞严经》是伪经，然而，这部伪经流传甚广。此

外还有《法华经》、《维摩经》等，也在中国广泛流

传。梁启超认为原因在于这些经的译文优美。可

是，玄奘的译文几乎可以说是译文中最优美的，但

法相宗却很快衰落。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也说

不清楚，或者说，说不正确。如果要进一步追问，

那些根本不在数次结集之内、释迦牟尼去世数百

年以后才出现的大乘经典，其“非佛语”的性质非

常明显，为什么在中国却能得到更加广泛地流

传呢?

梁启超 20 几岁时就和康有为一起鼓吹变法，

“康梁”并称，不仅名动中国，而且名扬海外，是少

有的不世之才。在佛教问题上，梁启超所缺乏的

不是才能，而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用历史说明宗教，是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则。任继愈先生自觉

而准确地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宗教学研究，用他自

己的著作，给研究者提供了范例和榜样。

二、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机构，

规划宗教学实施方案

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1964 年，开始筹建

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宗教问题的学术

机构。最初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

教研室的教师和国务院宗教局的干部。同时从全

国范围内选调对宗教问题有所研究的学者。经过

两年多的努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研究所发展到

近 30 人，任继愈先生担任所长。研究所最初设在

北京大学，1965 年，转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学部。依任继愈先生的设计，宗教研究所尽量

减少行政人员，除一名专职会计外，其他行政事务

都由研究人员兼任。任继愈先生当时给研究所规

定的任务是:“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为宗教学的

繁荣，准备条件。
宗教研究所刚刚成立，科研活动尚未开展，就

赶上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自然无法开展，任继

愈先生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对宗教

研究所的领导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宗教研

究工作才真正开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任继愈先生除自己的

研究之外，对整个国家的宗教研究，主要是做了三

项工作。一是聚集人才，发展宗教研究所规模，并

协助和指导其他宗教研究机构的建立; 二是制订

宗教研究规划，并亲自领导和实施宗教研究项目;

三是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

20 余年，支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研究项

目、扶持新生力量和薄弱领域的研究。在这期间，

究竟批准和支持过哪些宗教学项目，有案可查，此

文不赘，这里只谈谈前两项工作。
宗教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以后聚集

的人才之中，有曾为名牌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因

被打成右派当时在做资料员的，有曾为著名佛学

专家弟子当时担任着某大学系主任的，有曾为北

京大学高材生因被打成右派在农村做牧羊人的，

有曾为某大学西语系教师因反对下乡劳动被开除

公职当时在做临时工的，有曾为某著名出版社总

馆协理因被打成右派当时仅为普通编辑的，有解

放战争中的老英雄，也有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只

要该人确实有才，在做宗教学研究或者愿意从事

宗教学研究，或者是宗教研究所需要的，任继愈先

生都千方百计，把他们聚集在宗教研究所。鼎盛

时期，宗教研究所曾经有 108 人，被称为“一百单

八将”。有的人才无法调进北京，任继愈先生就

努力支持在当地创办宗教研究机构。比如四川大

学宗教研究所的建立，就曾经得到世界宗教研究

所和任继愈先生的大力支持。随着宗教研究的开

展，现在几乎所有省份的社会科学院都有了自己

的宗教研究机构。
现在的世界宗教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

院，人数大体稳定在七八十人左右。即或如此，也

是目前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宗教学

研究机构。
为了培养宗教学后继人才，任继愈先生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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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协商，在北京大学创办宗教研究专业。最

初的教师，就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任继

愈先生亲自授课。从 1982 年开始，到 1985 年，先

生仍然在讲授这门课程。而根据先生讲课的特

点，是每一次讲完课后，他都要认真总结，找出缺

点，以便下次改正。可惜的是，在这数年中间，他

对于讲义做了多少修改? 未能记录下来。
如何开展宗教学研究? 是文化大革命一结

束，任继愈先生就认真考虑的问题。1979 年二

月，在昆明召开了全国宗教学规划会议。与会的

有老一辈的学者，也有中青年学者，还有宗教界的

领袖和学者，共 130 余人。这次会议由宗教所牵

头，也就是在任继愈先生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画出了第一张蓝图。就在这

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选举任继

愈先生为会长，这是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宗教学学术团体。会后创办了《世界宗教

研究》杂志，任继愈先生为杂志题写了刊名，这是

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宗教问题

的杂志。
数十年后，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庆祝建所 40 周

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朱锦昌讲道:

“正是由于 40 年前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诞生，才有

可能在当时聚集起一支精干而宝贵的宗教研究队

伍，十年浩劫一过，便以高昂的士气、整齐的步

伐，迅速投人到学科建设的热潮; 正是由于 40 年

前世界宗教研究所牵头制订了全国宗教学研究的

长期规划，才有可能出现后来国内宗教研究机

构、研究课题的相继设置和分工合作。”而这一

切，也都是和任继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培养宗教学后备人才，1978 年，任继愈

先生决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他研究所一起，招

收研究生。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虽然成立已十多年，但和其他许多研究所相

比，乃是一个新所，师资力量相去甚远。而宗教学

又是一个新开辟的学科，急需培养人才。为了解

决这个矛盾，当时几乎是唯一具有带研究生资格

的任继愈先生，只能自己尽量多承担教学任务。
1978 年，世界宗教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总共

有 23 名，挂在任继愈先生名下的，有 17 名。从

1979 年开始，研究生数量多少不定。最少时二三

名，最多时也有七八名，大都挂在任继愈先生名

下。授课老师不足，任继愈先生自己担负三门课

程。这对于一个既担任宗教所所长、又有繁重研

究任务的学者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然而任

继愈先生后来不无歉疚地谈起这种情况说: “很

对不起你们。这么多人，我只能‘放羊’了。不像

囗囗，那时候就他一个，每周来我家里一次。他坐

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手把手的教他……”，“可是

如果我不这么做，许多青年就没有求学的机会。”
实际上，不仅是不少青年将失去求学的机会，宗教

学人才的培养，也难较快发展。而当时的研究生

院领导几乎是一致认为，任继愈先生是研究生院

最负责任的导师之一。1985 年第二期《高教战

线》刊登《任继愈教授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一

文，就是对任继愈先生指导研究生工作的肯定。
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杜继文先生在

《关于我国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一文中

说道:“至于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宗教研究所做

得最为成功的一项事业。当前国内宗教研究领域

的学术骨干，绝大多数出自世界宗教研究所系统，

而且大都能各领一方，各有建树。”这项事业的开

创者和奠基者，也是任继愈先生。

三、具体指导宗教学研究，为宗教学的

繁荣进行资料和理论准备

就在宗教学规划会议和成立宗教学学会的同

时，任继愈先生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为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3］并且身体力行，

主持并具体指导了一系列宗教学研究项目。
首先是《中国佛教史》，这是他从做研究生时

就认真钻研过的领域，并且 30 多年来从未间断。
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事可做的日子里，他给自己规

划的学术任务，就是编一部“佛教辞典”，并且收

集资料，撰写条目，做了许多工作。文化大革命刚

结束，作为他多年深入探讨的领域，首先组织了

《中国佛教史》的写作。该书计划 8 卷，由于种种

原因，仅仅出版了 3 卷。然而就是这 3 卷，也在国

内外学术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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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国佛教史》出版之前，任继愈先生的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就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日本研究佛教的前辈学者冢本善隆在

20 世界 70 年代，带着自己密密麻麻圈点过的《汉

唐佛教思想论集》到中国，要专程拜访任继愈，探

讨佛教研究问题。因为这样一种研究，不仅在中

国是开创性的，在国际上，也是以前所没有的。此

后不久，《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译为日文，名《中国

佛教思想论集》。由于这本书，任继愈先生和日

本著名佛教学者中村元、镰田茂雄等建立了学术

上的友谊，加上日本《中外日报》社长本间昭之助

的促进，遂建立了以“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为名

的、分别在两国定期举行的学术交流平台。中日

佛教学术的这种交流方式，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一

个成功范例。
由于中日佛教学术交流平台的建立，任继愈

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自然也引起了日方的关注，

并被译为日文。译者评论说，这是一部有特色的

佛教史著作。其特色，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

且说明，不是机械论的运用。
为了给大学生们进行宗教知识的教育，国家

教委曾委托任继愈先生主编一套宗教知识丛书。
当时确定的书共有 5 本:《佛教史》、《基督教史》、
《伊斯兰教史》、《宗教学原理》和《道教史》。除

道教史委托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以外，其他 4 本

分别由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杜继文、唐逸、金宜久和

吕大吉担任主编，任继愈先生任总主编。任继愈

先生不仅和各分册主编详细讨论书的撰写问题，

而且几乎是一次不落地参加每个分册的学术讨

论。这些著作的陆续出版，成为中国宗教学各主

要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其中的《佛教史》出版不

久，台湾地区就出版了繁体字版。其出版说明中

指出，该书作者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立场和

台湾地区现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但该书在学术

上是有价值的; 其价值就在于“观察历史有其特

殊的角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成果，

也得到了“意识形态不同”的学者的承认。
在道教研究方面，任继愈先生在主编《中国

佛教史》的同时主编了《道藏提要》，目前该书已

经出版第三版，成为研究道教的基础性著作。他

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目前也已经出版第二版。
为了给刚刚开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提

供理论武器，任继愈先生组织世界宗教研究所研

究人员集体编写了《马恩列斯论宗教》。为了给

初涉宗教学的学者们提供有关宗教学的基本知

识，任继愈先生组织当时所能找到的全国范围内

的力量主编《宗教辞典》，1981 年出版。这部辞典

重印了多少次已难以统计，但影响既大且广，则是

事实。这部辞典后来向大的方向发展，扩大为

《宗教大辞典》; 向小的方向发展，又被按教门划

分为数个“宗教小辞典”。出版不久，在台湾地区

就出现了盗版。台湾地区某佛教团体编纂的佛教

大辞典，则将《宗教辞典》中的佛教教义条目加以

转录，不少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全部收入。这是社

会各界、包括台湾地区的宗教学界对由马克思主

义者主持的宗教研究成果的承认。
继《宗教大辞典》之后，任继愈先生又主编了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计划编纂的《佛教大辞

典》。这部《佛教大辞典》与其他佛教大辞典自然

有许多不同。但其“持论之严谨，学术立场之公

正”，则是中外学术界的一致意见。
就在上述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任继愈先生

又主持了大型的宗教学项目: 整理并出版《中华

大藏经( 汉文部分) 》，历时十余年。这部书的整

理出版，为中国宗教资料的整理树立了一个成功

的范例。在这个基础上，任继愈先生又接受国务

院的委托，编纂《中华大藏经( 汉文部分) 续编》。
可惜的是，“续编”尚未完成，任继愈先生就永远

离开了他终生奋斗的工作岗位。
由任继愈先生主编或指导的宗教学著作，都

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础性著作。

四、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

提出“儒教是教”说

儒教是不是宗教? 是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性质的基本问题。在梁启超于 1902 年发表《保教

非所以尊孔论》之前，中国的儒者，没有一个否认

儒教是宗教的。或者说，中国的儒者都认为，儒

教，是和佛教、道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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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社会现象。不同的仅仅是，在儒者看来，儒教

是正教、大教，而其他宗教不是。外国学者，包括

传教士，除了利玛窦及其追随者之外，也无人认为

儒教不是宗教。只有利玛窦，在给梵蒂冈的汇报

中说，儒教不是宗教，儒者们的祭孔、祭祖活动，仅

仅具有纪念意义，因此可以允许中国基督教徒在

信仰基督教的同时进行祭孔祭祖活动。然而梵蒂

冈教廷从来没有承认过利玛窦的意见，包括不承

认利玛窦把 DEUS( 英文 GOD) 译为“天主”或“上

帝”。利玛窦一死，其继任者龙华民即否定了所

谓“利玛窦规矩”，不再允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

从而引发了延续三百余年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信

仰问题的所谓“礼仪之争”。
至于利玛窦本人，也很难认为他真的就认为

中国儒者祭孔祭祖不具有宗教意义。因为在他并

不准备发表的、具有临终遗言性质的《利玛窦中

国札记》第一卷第十章《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
中，首先介绍的就是儒教。并且明确指出，被称为

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 天，或称上

帝。只有皇帝才可祭祀这位最高神祇，只有大臣

才能祭祀山川和宇宙四方的神灵。这可以说是对

儒教最基本问题的正确描述。
因此，正式否认儒教是宗教的仅仅开始于梁

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此后是蔡元培。
蔡在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以前，曾不只一次地

明确指出，儒教就是宗教。他否认儒教是教，是在

做了教育部长之后。再后来就是陈独秀，明确指

出，儒教之教只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由于

是这三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非常强有

力的人物的推动，“儒教不是宗教”的判断几乎是

未加讨论就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撰写中

国各种历史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历史问

题的研究者，几乎都以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而

感到自豪。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儒教是教说，其遭遇也

就可想而知。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全是反对的声

音; 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全国

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三五人。在这三五人之外，对

于儒教是教说，不仅仅是反对或不赞成，甚至是嘲

笑和鄙视。然而任继愈先生坚持着。他指出，宗

教、迷信和神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国家对宗教有

过免疫力，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宗教具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
因此，儒教是宗教的结论，不仅是对于一个具

体研究对象性质的认定问题，而且还是关系着历

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问题，即一个历史悠久、幅
员辽阔的大国，其思想发展能否脱离人类思想发

展的普遍规律? 同时，儒教是宗教的论断还提出

了宗教学上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否只有像基督教

那样的宗教才是宗教? 在一般宗教学原理上，也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这个论断所表现出

来的，不仅仅是任继愈先生深厚的宗教学素养，对

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深刻理解，也表现了任继愈

先生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马克思主义宗

教学家所应有的学术严肃性。
时至今日，承认儒教是宗教的学者成倍地增

多起来。这个判断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全面承认，

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也是任继愈先生对于中国马

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五、坚持科学无神论立场，把“批判神学”
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重要任务之一

任继愈先生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

而奋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

是一种科学无神论”。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不

讲无神论，从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而不批判神学，

那就是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最本质的东西，

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宗教学和其他学科不同。其他学科虽然也难

以完全避免主观性，毕竟有达到客观的可能和条

件。但是宗教学学科，在事实的认定方面，宗教信

仰者和无神论者也可能达到一致，在神祇存在还

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上，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之

间，永远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在这个问题上，即

使要纯粹描述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会显露作者的

倾向。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研究神学问

题，本身就是对神学的批判。同样，站在宗教信仰

者的立场上研究神学问题，同时也是对无神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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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问题仅仅在于，批

判是严肃的学术争论，还是仅仅流于抨击。
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任继愈先生就把批

判神学贯彻到自己的研究之中。1955 年，任继愈

先生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在《南朝晋宋间

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一文中说

道:“宗教问题，不是别的，只是世间的力量采取

了超世间的形态。‘成佛’是假的，我们用不着回

答可能，或不可能。但是摆脱苦难，向往幸福，这

是人民的愿望，这个真切的愿望却不是假的。”因

此，竺道生的“顿悟成佛”不要累世修行，“对于过

着地狱般生活的被压迫阶级来说”，“他们是乐于

接受的”。但是这样的学说，在政治上则被统治

阶级利用来“从思想上销毁人们反抗压迫、不满

现实的意志”。
1957 年，在《禅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中，任

继愈先生批评禅宗“否认正面语言的表述能够说

明禅宗的基本原理”，批评禅宗“否认人类有通过

逻辑思维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 指出禅宗所相

信的真理“是超现实的，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但同时也指出，禅宗“以主观吞没客观，以心代替

了物”的哲学，“使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比过去

更加深刻、丰富了”; 禅宗“深刻地揭示了哲学上

的根本问题”，“比过去的哲学学派更深刻、更集

中地对待思维对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

它引起了人们对认识论问题的重视”。
类似的研究和批判，贯彻于先生研究宗教问

题的始终。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家对于神学的

批判，也是严肃的学术论争。也正因为这种论争

和批判是严肃的、真正学术的，因而也引起了宗教

信仰者、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严肃学者的尊敬甚至认同。

六、提出“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主张，

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目标

20 世纪末，任继愈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

《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一文，其内容是论述

科学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意义。该文指出，一

个国家，不仅落后要挨打，愚昧也要挨打。在愚昧

的基础上，也难以真正摆脱贫困和落后。要摆脱

愚昧，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

的宣传和教育。
该文所说的愚昧，主要是指 20 世纪末流行多

年的所谓“特异功能”现象。而所谓的“特异功

能”，按照其支持者的解释，就是超出人体正常功

能的功能，实际上就是超自然力、神迹。这就可以

明白为什么到了后来那些特异功能大师们都纷纷

自称为神，直到李洪志说自己是比耶稣、释迦都伟

大的神。由于其支持者不具有相应的知识，反而

把这种新的有神论形态认为是最新的科学发现。
其流毒之广、危害之深，更是超越了建国以后所有

的封建迷信活动。
“特异功能”现象，是有神论形态之一种。这

种现象提醒人们，愚昧不仅是在受教育水平不高

的人群中存在的现象，那些受教育程度很高、甚至

具有科学家头衔的人群之中也存在着。随着知识

量的增加，知识的分化日益细密。人们在一个领

域里是智慧的，在另一个领域里则可能是愚昧的。
而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愚昧事件，莫过于自己造

出一个神，然后拜倒在其脚下，听从神的、实际上

不过是神职人员的指示。如果这些神职人员当时

是代表先进思想的，他们的指示也可能是智慧的，

尽管这种智慧也是有缺陷的。越到近代，所谓神

的指示对人头脑的束缚也就越加难以忍受，而科

学冲破神学的束缚也就成了近代社会诞生的第一

缕阳光。而摆脱神祇观念，也就成为人类脱出愚

昧的最为重要的事业。
由于神祇观念中蕴含的阶级的、社会集团的

利益，由于神祇观念存在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决定

了神祇观念存在的长期性，而人类要摆脱神祇观

念也就具有特殊的难度。所以马克思主义主张，

首先不是去改变人们的有神论观念，而是改变有

神论存在的社会基础。并且认为，信仰有神论的

愚昧，和贫困一样，不是广大信仰者的过错，而是

他们的不幸。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神论的

愚昧，如同对待贫困一样，不是简单地否定和反

对，而是帮助不幸者“摆脱”。进行科学无神论的

宣传和教育，就是帮助人们摆脱有神论观念的重

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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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指出，无神论宣传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有效的。无神论宣传不可能消除有神论，

就像医疗不可能消灭疾病一样。但是医疗可使许

多患者恢复健康，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也可以

扩大无神论者的队伍，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摆脱有

神论观念的束缚。否认无神论宣传的必要和作

用，是错误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资产阶

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

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

中解放出来。”［4］( P317) 这里所谓“宗教的妖术”，就

是作为宗教问题核心的有神论观念。马克思的这

段论述，不仅指出了“工人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奋

斗目标，也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目标。之

所以要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基本

原因，就是因为有神论信仰是一种愚昧。而从古

以来，追求知识，摆脱愚昧，就是志士哲人的奋斗

目标。任继愈先生“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

主张，既是从古以来人类追求智慧的延续和发展，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目标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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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n Jiyu ——— The Pioneer of Marxism Ｒeligious Studies of China

LI Shen
( School of Philosophy，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Collection of Buddhist Thinking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advocacy of the
idea of“fighting against poverty and ignorance”，Ｒen Jiyu opened a new direction of Marxism religious studies，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arxism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as well． Besides，the religious books written by Ｒen Jiyu have become the
basic works of Marxism religious studies of China，and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Ｒen Jiyu made great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Marxism religious stud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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